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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朝的赋税
“

损免
”

陈 明 光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

唐代拭悦
“

才员免
”

的法令规定空前 完备
,

它作为传统的一项重要救灾措施
,

付诸实

施可 以收到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

因而 在中国古代教 荒史的研 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

更

值得研究的是
,

它也是一项行政技术性很强的时政政 策
,

它的实施作为一种政府活

动
,

其实际状况既要受到诸如国家时力状花
、

时政管理体制子时政性 因素的制约
,

也

要受到吏治的影响
,

因而 不宜笼统而 论
。

本丈在制度方面着重探讨唐代前后期不同时

政管理体制下拭税
“

拐免
”

制度的异 同点
,

在实施方面 则注意具体分析在吏治 和时政

体制变化子 因素影响下从税
“

损免”的实际执行状况
。

一
、

唐前期赋税
“

损免
”

制度的沿革

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
,

当发生比较严重的 自然灾害之后
,

历代王朝采取的一种主要救灾

措施
,

是对受灾农民减免赋税
。

这种主张及实践 活动在先秦史籍中已有明确记载
。

例如
,

《周礼
·

地官
·

均人 》称
: “

凶札则无 力政
,

无财赋
,

不收地
。 ”

汉儒注曰
: “

无力政
,

恤其劳
;无财赋

,

恤其

乏 困
;不收地

,

不收山泽及地税也
” .

《管子
·

大匡》载
,

齐桓公在位期间
, “

岁饥不税
,

岁饥弛而

税
。 ”

到了唐代
,

这种救灾措施在法令上称为
“

损免
” 。

赋税
“

损免
”

作为传统的一项救灾措施
,

一方面可以减轻灾民的经济负担
,

有利于受灾地区

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

另一方面也是一项财政政策
,

实施起来要减少国家预计的一部

分财政收入
。

就王朝的利益而言
,

这两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

必须有所协调
。

再者
,

赋税
“

损免
”

是一项行政技术性很强的政府活动
,

如果要给予灾民实惠
,

它就必须具有可操作性
。

因

此
,

如何合理地制定
“

损免
”

的标准及执行办法
,

牵涉到灾年的政治
、

经济和财政等方面的问题
,

国家理应建立一定的制度
。

不过
,

中国古代有关这一方面的规定
,

直到西汉元帝之前
,

史籍仍是语焉不详
。

例如
,

《汉书
·

宣帝纪 》记载
,

本始三年 (公元前 71 年 )五月
, “
大旱

.

郡国伤旱甚者
,

民毋出租赋
。

三辅 民就

贱者
,

且毋收事
,

尽四年
。 ”

颜师古解释说
: “

收
,

谓租赋也
。

事
,

谓役使也
。

尽本始四年而止
。 ”

所

谓
“

伤旱甚者
”

一语
,

说的就是受灾的程度
,

然而却没有量化的具体标准
,

如何付诸实行
,

显然有

疑问
。

到了鸿嘉四年 (公元前 17 年 )正月
,

元帝下诏规定
: “

被灾害什四以上
,

民货不满三万
,

勿

出租赋
。

¹
” 。

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
“

损免
”

赋税的量化标准
。

据此可知
,

灾民必须同

¹ 《汉书 》卷 9 ,

《元帝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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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租赋的减免
:

第一是农作物受灾程度达十分之四以上
,

第二是家产总

价值在三万钱 以下
。

其后
,

哀帝在绥和二年 (公元前 7 年 )把灾免赋税的资产标准提高到十万钱

以下
。

上述规定的 合理之处在于
,

在根据受灾的实际程度的同时
,

还结 合灾民的贫富差别加以

考虑
。

这一来
, “

损免
”

的主要对象就是大部分 比较贫穷的农户
,

这当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受

灾地区经济的恢复
;而对比较富裕的农民以及豪强地主不予赋税减免

,

一方面不会给这些 人家

的生产 自救造成 困难
,

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家财政 少损失一些预计的收入
。

由此推论
,

随着灾免

赋税的量化标准的明朗化
,

地方在执行时也会有一定的程序
,

如勘灾
、

确定减免对象等
,

可能是

西汉的史籍缺略未载
。

东汉的
“

损免
”
规定有所变化

.

《后汉书
·

和帝纪》载
,

永元四年 (9 2) 十二月
,

和帝诏曰
: “

今

年郡国秋稼为旱
、

蝗所伤
,

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
、

鱼稿
;
有不满者

,

以实除之
” 。

按后一句的规定
,

受灾程度达不到十分之四的也可以按实际受灾情况减免田赋及其附加税
。

此后
, “

以实除之
”

成

了东汉
“

损免
”

制度的一个内容
。

众所周知
,

东汉田赋的税率仍是三十税一
,

即占亩产量的十分

之三强
。

所以
,

根据
“

以实除之
”

的规定
,

只要一亩田受灾程度达到亩产量 (或种植面积 )的十分

之三四
,

这亩田的田赋基本上就被豁免了
。

可见从规定上看
,

东汉对灾民的
“

损免
”

比西汉更为

优惠
。

这不失是一个变化
。

但是
,

从可操作性考虑
, “

以实除之
”

等于是逢灾必润免斌税
,

由此必

须履行一系列的报灾
、

检灾等手续
,

而古代中国幅员辽阔
,

自然灾害频繁
,

在汉代行政机构疏阔

和财政管理手段落后的情况下
,

这种规定是很难真正付诸实施的
,

基本上可视为皇帝的空头许

诺
,

当发生一般性灾害时
,

灾民很难得到实惠
。

再一点
,

如果真正执行
“

以实除之
”
的规定

,

等于

说 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农业产量损失全部 由封建国家财政承担
,

这从国家的财力上看也是不现

实的
。

所以
, “

以实除之
”

的
“

损免
”

规定貌似优惠
,

其实难于实行而且不尽合理
。

比起西汉
,

东汉
“
损免

”

制度的另一个变化是损免标准的单一化
.

就是说
“

损免
”

赋税一律只

根据农作物受灾的实际程度而定
,

全然不考虑灾 民的贫富区别
。

造成两汉之间
“

损免
”

量化标准

单一化的原因
,

恐怕在于随着西汉末年以来以土地占有不均为主要标 志的贫富不均 现象的加

剧
,

随着豪族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
,

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权在制定
“

损免
”

政策时
,

必须

更多地顾及广占田园的官僚和庶 民地主的利益
。

所以东汉取消了
“

损免
”

的资产限制
,

对富裕人

家同样给予享受
“

损免
”
的权利

。

魏晋南北朝期间
,

虽然不时可以见到皇帝因灾下诏减免或缓征赋役
,

但是诏书中却都没有

提及减免的量化标准和执行的手续
。

从可操作性考虑
,

这些诏书对于灾民恐怕多半是口惠而实

不至的空文
。

到了唐朝
,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空前法制化的王朝
,

她关于赋役
“

损免
”
的法令规定也是空前

的详细和完备
。

日本学者 田井仁性氏在《唐令拾遗 》卷 2 3《赋役令》中根据各种文献资料
,

将唐

令中关于按丁计征的租庸调的
“

损免
”

规定复原如下
:

诸 田有水早 虫右 为灾处
,

据现苦田
,

州县检灾
,

具帐 中省
,

十分损四 已上
,

免租 ;捐

六 已上
,

免租调
; 损七 已上

,

课役全免
。

若桑麻损尽者
,

各免调
。

若 已役 已输者
,

听免其

来年
,

经二年后
,

不在折限
。

此外
,

据《大唐六典 》卷 3 记载
,

对于按亩计征的地税
,

唐令规定其
“

损免
”

的量化标准为
: “

若遭

损四 已上
,

免半
;
七以上

,

全免
。 ”

比起东汉的规定
,

唐朝的赋税
“

损免
”

之制有三点变化
。

第一
,

受灾程度的划分更细了
,

与减

免租庸调相关的农作物受灾程度分为四种等级
,

地税的灾免程度则有两个等级
。

这种规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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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损免
”
制度的可操作性

。

第二
,

唐朝对赋税的完纳期限有明确的规定
,

而天有不测风云
,

自然

灾害发生的时间很难与当年赋税完纳的时间相一致
。

为此
,

唐朝规定受灾后
,

即使灾 民当年的

赋税 已经完纳
,

仍可以顺延减免下一年的赋税
,

但顺延期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

张鹭有一道判词
,

判处一桩
“

损免
”

诉讼案
,

内容是
: “

抢流等州申称
,

.

神龙元年
,

百姓遭水
,

奉 旨贷半租供渔阳军
,

许折 明年
; 又遭涝免

,

无租可折
.

至三年
,

百姓诉
,

州以去年合折
,

不许
。

百姓不伏
。

¹
” 。

由此可

证
“

损免
”

的顺延期最长的确是二年
。

以上两点变化对于贫弱农民享受
“

损免
”

更加有利
。

第三
,

取消了难于付诸实施的
“

以实除之
”
规定

。

“

损免
”

结果自然要减少预定的一部分财政收入
,

为了做到公私兼顾
,

唐朝对如何执行
“

损

免
”

制定 了一套空前明确和完整的程序
,

由自下而上的报灾和 自上而下的覆检两方面规定构

成
。

据《唐律疏议》卷 13《户婚律 》规定
:

诸布内有早涝霜雹虫垃为害之处
,

主司应言而不 言及妄言者
,

杖七十
.

在检不 以

实者
,

与 同菲
。

若致枉有所征
、

免
,

胜重者
,

坐赃论
。

《硫议 》解释说
:

其应损免者
,

皆主 司合言
。

主司
,

谓里正以上
。

里正须言于县
,

县中州
,

州申省
,

多

者奏闻
。

其应言而不 言及言不 以 实者
,

所由主司杖七十
.

其有充使及检 不以 实者
,

与

同界
,

亦合杖七十
。

若 不以实言上
,

妄有增减
,

致枉有所征
、

免者
,

谓应损而征
,

不应损

而免
,

计所枉征
、

免
,

赃菲重于杖七十者
,

坐赃论
。

综 合来看
,

唐前期实施
“

损免
”

时
,

地方政府并没有 自主权
,

而是首先由乡里
、

县
、

州逐级上

报灾情
,

然后由州县乃至中央部 门派人下去检灾
,

加以核实
,

确定受灾的具体程度
,

汇报给朝

廷
,

最后一般是以皇帝诏较的形式下达灾区所能减免赋役的具体项 目和数量
。

二
、

唐前期
“
损免

”

赋税的实际情况

唐前期对
“

损免
”
制度虽然作了上述规定

,

不过其实际执行情况与法令规定的不尽一致
,

尚

需具体分析
。

首先是
“

损免
”

在救灾中的实际运用范围
。

从条文规定来看
,

似乎是只要受灾程度达到法定

标准就可以获得
“
损免

” 。

实际并非如此
。

如上所述
, “

损免
”既是一项有一系列程序的有利于灾

民的救灾措施
,

又是一项影响到国家财政既定计划的赋税政策
,

所以在唐前期的近一个半世纪

中
, “

损免
”

的运用范围由于受到诸如政治环境
、

吏治
、

财政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

实际上相当

有限
。

我们知道
,

见载于两《唐书》的
“

本纪
”和

“

五行志
”
的灾害都是 比较严重的

。

据此约略统计
,

从武德元年到天宝十四载这 137 年之间
,

发生受灾范围在一州以上的水旱 虫霜雹等灾害近

20。次º ;
而两《唐书 》和《册府元龟 》等史籍载明的

“

损免
”
赋税不过十几次

,

所记的开仓娠济和

娠贷的救灾方式则达 8 0 次左右
。

即使这些史籍对
“
损免

”

的记载或有所缺略
,

但从中统计出的

两种数据相差之大
,

仍足以证明在灾害发生之后
, “

损免
”

赋税并非
“

例行公事
” 。

唐朝之所以比

较愿意选择开仓娠济的救灾方式
,

不太经常运用
“
损免

”
赋税的方式

,

主要原因恐怕在于
“

损免
”

¹ 《全唐文》卷 17
。

º 参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接组编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
,

农业出版社 198 8

年版
。

一 35 一



赋税对于每年 在十 月底 已经编排完成的下一年度的财政收支预算计划干扰较大
;

而从 贞观二

年起
,

唐朝按亩征收地税
,

以此建立了义仓
.

作为救灾的专项贮备
,

对开仓娠济则早有财政 上的

安排
。

所以
,

从朝廷的决策意向来看
, “

损免
”

措施在唐前期
“

荒政
”

中的地位并不太重要
。

第二是
“

损免
”

的项 目并不一定根据条文的规定
。

唐前期在运用
“

损免
”

政策时
,

经常是 以显

示皇帝恩惠的形式出现的
,

对所放免的赋税项 目有一定的灵活性
。

例如
,

武则天在《改元载初赦

文》中说
: “

今年麦不熟处及遭霜
、

涝之处
,

并量放庸课
,

州县好加检校
,

勿使饥谨
。

¹
” 。

如果按照
“

损免
”

条令
, “

麦不熟
”

应该酌免租而不是免调
。

开元二十年 ( 7 32) 十一月玄宗在《后土赦书》中

说
: “

天下遭损免州
,

应损户减一分 已上者及供顿 州
,

无出今年地税
; 如已征纳

,

听折来年地税
。

通租悬调
、

贷粮种子
、

欠负官物在百姓腹内者
,

亦宜准此
。

º ” 。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

一是这次

大大降低了
“

损 免
”

地税的灾情起点
,

二是以
“

道租悬调
”

作为
“

损免
”

的对象
,

这也是原来条文上

所没有的
。

开元年间
,

玄宗还曾下令
: “

其河南
、

河北遭蝗虫州
,

十分损二以上者
,

差科杂役
.

量事

矜放
。

» ”

这是在受灾达 不到法定标准时放免杂摇之例
。

上述情况说明唐前期中央在运用
“

损

免
”

政策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

这是中央控制着赋税减免权的一种表现
。

第三是
“

损 免
”

政策的实施状况还要视朝政的清明与否以及吏治的好坏而定
。

例如
,

同样是

对河南
、

河北地 区
,

由于朝政的好坏
, “

损免
”

情况也大 不相同
。

唐高宗永隆元年 ( 6 8 0) 九月
,

河

南
、

河北诸州遭受水灾
.

次年
,

高宗下命
: “
河北涝损户

,

常式场放之外
,

特免一年调
.

¼
” 。

给予进

一步的优恤
。

而相反的例子则见于唐中宗时期
。

当时沿承武则天统治末年的弊政
,

朝纲紊乱
、

政治腐败
,

其中一个弊端是给予皇亲国戚的
“

食封
”

太滥
。

《唐会要
·

缘封杂记 》指出
:
景龙三年

( 70 9 )
, “

应食封邑者
,

一百四十余家
,

应出封 户凡五十四州
,

皆天下膏映物产
。

其安乐
、

太平公主

封
,

又取富户
,

不在
‘

损免
) 限

。

百姓著封户者
,

甚于征行
。 ”

这里所说的
“

不在损免限
”

只是对安乐

公 主和太平公主的封户而言
。

起初
,

按规定
,

一般封户受灾后仍然是可 以获得
“

损免
”

照顾的
。

《旧唐书》卷 96 《宋缓传》载
,

宋最任贝州刺史时
, “

时河北频遭水撩
,

百姓饥馁
,

(武 )三思封 邑在

贝州
,

专使征其租赋
,

缓拒而不与
。 ”

显然
,

宋缓敢于
“

拒而不与
” ,

自然是以
“

损免
”

的法 令为 依据

的
。

后来
,

武三思在宰相韦巨源的支持下还是强行向受灾封户征收了租调
。

《旧唐书》卷 9 2《韦

安石传 附韦巨源传 》载
: “

时武三思先有实封数千户在 贝州
,

时属大水
,

刺史 宋毋议称租庸及封

丁并合捐免
。

巨源以为谷稼虽被湮没
,

其蚕桑见在
,

可勒输庸调
。

由是河朔户口 颇多流散
。 ”

不

过
,

此时这种倒行逆施尚未得到法令上的保护
。

到了中宗时期
,

不仅河南
、

河北的一般封户不能

享受
“

损免
”

的权利
,

就连其他民户也被剥夺了这一权利
.

中宗于景龙二年三 月下救文称
: “
河

南
、

河北
,

桑蚕倍多
,

风土宜异
,

租庸须别
。

自今以后
,

河南
、

河北蚕熟
,

依限即输庸调
;
秋苗若损

,

唯令折 租
,

乃为常式
。

½
” .

后一句意思是
, “

虽水旱得 以蚕折租
”
¾

,

即粮食作物受灾歉收时
,

课

户必须多交庸调以充抵租额
。

救文是以物产不同为借 口 的
,

其实
,

此乃
“

景龙之际
,

时多贼臣
,

有

若宗楚客
、

纪处纳
、

武延秀
、

韦温等
,

蔽亏 日月
,

专擅威权
,

各食实封
,

遍河南
、

河北
,

属当水旱
,

屡

致胡除
,

因而遂矫制命
”¿

。

这种不合理的规定
,

直到玄宗开元初年才被废除
。

权臣出于个人政见或政绩的考虑而在
“

损免
”问题上营私舞弊的例子

,

也见诸于开元天宝

令集 》卷
令集 》卷
令集 》卷
》卷 13 , (
)卷 26 9 ,

》卷 1 18 ,

》卷 1 18 ,

4 ,

《改元中》
。

6 6
。

10 4 ,

《遗 王志咯等各巡察本管内制》
.

奥共
门货诸州诏》

。

请 ( 河南 ) 河北遭早涝州准式折免表 》
。

i 去传

立传

探郎廷廷贡廷级以街似咪咪

诏诏诏文文书书大大大唐唐唐唐唐唐唐全全新新r
厄臼吸才龟口性
.夕、口. .夕.�

¹º»¼½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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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

如《旧唐书》卷 10 1《韩思复传》载
: “

开元初
,

(思复 )为谏议大夫
。

时山东蝗虫大起
,

姚崇为

中书令
,

奏遣使分往河南
、

河北诸道杀蝗虫而埋之
。

思复以为蝗虫是天灾
,

当修德以镶之
,

恐非

人力所能剪灭
。

上疏曰 ⋯⋯
。

上深然之
,

出思复疏以付崇
。

崇乃请遣思复往 山东检蝗虫所损之

处
,

及还
,

具以实奏
。

崇 又请令监察御史刘沼重加检覆
,

沼希崇旨意
,

遂答挞百姓
,

回改旧状以奏

之
。

由是河南数州竟不得免
。 ”

又 据《资治通鉴》卷 2 17 载
,

夭宝十三载 (75 4 )八 月
,

长安地区霖雨

成灾
,

玄宗
“

优雨伤稼
,

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
,

曰
: ‘

雨虽多
,

不害稼也
。 ,

上以为然
。

扶风太守房垮

言所部水灾
。

国忠使御史推之
。

是岁
,

夭下无敢言灾者
。 ”

至于地方官员在执行
“

损免
”

中的营 私舞弊
,

在开元天宝年 间也成 了令玄宗不得不多次加

以关注的问题
。

他派遣御史分巡诸道时曾说
: “

顷因水早
,

贷食不足
,

或摇税征逸
,

多不折 衷
;
或

租调斓除
,

事涉欺隐
,

皆吏之不称
,

政之不修
。

¹
” 。

他在召见各地来的朝集使时也多次谈到如何

做到
“

损免
”

的客观公允问题
。

开元七年 ( 7 19 )
,

他在《处分朝集使救》中交代了振济灾民的原则

是
“

下户给之
,

高户贷之
”

之后
,

又说
: “
至于常赋

,

则著恒典
,

检据成损
,

翻减有条
。

º ” .

要他们注

意执行
。

可是次年
,

他在《处分朝集使救》中专门贬斥了豫州刺史裴纲
,

说裴纲
“为政烦苛

,

顷岁

不登
,

合议润复
,

部人有诉
,

便致科绳
,

县令为言
,

仍遭留系
" ,

多方阻止下级报灾
。

后经御史访闻

奏报
,

灾 民才得到
“

损免
”

待遇» 。

可是
,

此后地方官矫枉过正
,

奏报的
“

损免
”
过滥

,

以致玄宗在

开元十年的《处分朝集使救》中气恼地说
:

往 岁河南失德
,

时属荐饥
,

州将贪名
,

不 为检及
,

致令贫弱
,

萍流外境
。

贵在致理
,

有从贬灿
。

因兹 以来
,

率多妄破
,

或式外奏免
,

或摘中加数
。

至如密州去秋奏涝
,

管户

二万八千八百
,

不摘两户而 已 ;无田商贾之流
,

雷 同入数
。

自余诸州
,

不损户即丁少
,

得

拐户即丁多
。

天灾流行
,

岂应偏并 ? 皆是不度 国用
,

取媚下人
.

交之刻薄也如彼
,

今之

逾没也如此 !¼

不过
,

总的看来
,

史籍记载唐代前期官员在
“

损免
”

问题上营私舞弊的严重事例尚不多见
。

农民从赋税
“

损免
”

中仍能得到一定的实惠
。

三
、

唐后期财政管理新体制下的
“

损免
”

唐朝后期仍然不时把
“

损免
”

作为救灾措施加以运用
。

从一些资料来看
,

唐后期的
“

损免
”

制

度沿承了前期一些原则
。

比如
,

其执行程序仍然是先自下而上的报灾
,

然后 自上而下的检灾
、

放

免
.

例如
,

《旧唐书》卷 154 《许孟容传》载 : “ (贞元 )十七年夏
,

好崎县风雹伤麦
,

上命品官筱视
,

不实
,

诏罚京兆尹顾少连 已下
。 ”又如德宗的《给复奉先等八县诏 》称

: “
京兆府所奏奉先等八县

早损秋苗一万顷
,

计三万六千二百石
、

青苗钱一万八千贯⋯⋯其所奏损
,

特宜放免
.

½
” .

宪宗在

《贷京徽义仓粟制 》中说
: “
今年徽内田苗

,

应水早损处有无
,

闻至今检筱未定
,

又属霖雨
,

所损转

多
,

有妨农收
,

虑致劳扰
,

其诸县勘筱人未毕处
,

宜令所司
,

据元诉状便与破损
,

不必更令检反
;

其未经申诉者
,

亦宜与类例处分
.

¾ ” .

武宗《夏令推恩德音 》
: “
⋯⋯京兆府奏云阳等十二县百

¹ 《全唐文 》卷 29
。

º 《唐大诏令集 》卷 103
,

《按察上 》
。

» 《唐大诏令集 》卷 10 3 ,

《按察上 》
.

¼ 《唐大诏令集 》卷 103
,

《按察上 ).

½ 《全唐文 》卷 53.
¾ 《全唐文 》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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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

论去年宿种麦苗下子后
,

旋被蝗虫食损
,

今年尽不滋生
。

虽京徽之间
,

去冬镯放不少
,

但以疲

人恳诉
,

须务 哀矜
,

已令府司差官巡 检
,

中有损处
,

即 时特 与减放
,

令府 司具合放数
,

指实闻

奏
.

¹
” 。

这些都说明按正常的程序应该是百姓向州县诉说灾情
,

州县向朝廷奏损
,

朝廷或州县

派人下田检覆灾情
,

最后才决定是否予与破损及损免多少数量
。

再如
, “

损免
”

也是以一定的受

灾程度为依据的
。

如德宗《水灾娠恤救 》
: “

其州府水损田苗及五六分者
,

今年税米及诸色官田种

子 并减放一半
;
损七分以上

,

一切全放⋯⋯
。 º” 。

宪宗《服诸道水旱灾 制》
: “
江淮之间

,

水旱作才
⋯⋯其元和三年诸道应遭水旱所损州府应合放两税钱米等

,

损四分 已下
,

宜准式处分
; 四分 已

上者
,

并准元和元年六月十八 日救文放免
。

» ” 。

由此可见唐后期的
“

损免
”

也依照一定的受灾标

准
,

不过所定标准似乎与前期之制不大一样
。

这里要着重指出
,

由于两税法改革引起财政管理体制的大变革
,

唐后期的
“

损免
”

制度以及

实际执行情况 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前期的情况
。

首先
,

在新的财政管理体制下
, “

损免
”
成为中央财政难于负荷的沉重负担

。

以建中元年 ( 7 8 0) 推行两税法为契机
,

唐朝建立起中央与地方 (落镇和 州县两级 )划分收支

的财政管理体制
,

其核心是把各州两税的固定总额划分为留使
、

留州和上供三个份 额
,

而后唐

中央对地方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使用管理
,

结余可以留用
,

超支不予追加
。

对于这样一种财政管

理体制
,

唐武宗在《加尊号赦文 》中说明得最为清楚
,

他说
: “
州府两 税 (钱 )物解斗

,

每年各有定

额
,

征科之 日
,

皆申省司
,

除上供之外
,

留后
、

留州
,

任于额内方圆给用
,

纵有余羡
,

亦许州
、

使留

备水早
.

¼
” 。

可见唐后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界限实际上已经划分开来了
。

由于
“

损免
”

势必要减少当州当年的两税征收定额
,

在新的财政管理体制下
,

自然产生了
“
损免

”

额究竟要从上供
、

留州
、

留使三个份额中的哪一个中扣除的问题
,

即
“

损免
”

所造成的财

政收入方面的损失应由哪一级财政承担
。

嘻宗在《乾符二年南郊赦 》中说
: “

应缘州府经费
,

悉有

旧规
。

近者不务在公
,

唯思润己
,

或连遇丰捻
,

亦不贡羡余
;
若小有水旱

,

即竟有论请
,

致朝廷事

力转 困
.

½
” 。

这清楚地说明
“
损免

”

的财政损失一般是要由唐中央财政 负担的
.

我们看到
,

在下

令
“

损免
”

当年两税时
,

一种情况是唐中央指明所
“

损免
”

的是上供钱物
,

如开成四年 ( 839) 十一

月文宗在《优恤早蝗诸州诏 》说
: “

其淄青充海邻曹淮
,

去秋虫蝗
,

害物偏甚
,

其三道有去年上供

钱及解斗在百姓腹内者
,

并宜全放
;
今年夏税上供钱及解斗亦宜全放

,

仍以当处常平义仓解斗

速加服救
。

¾ ” 。

另一种情况是因
“

损免
”

税额也包括了留州钱物
,

中央只得予以充填
,

或赐给或

借给州府一笔财物
.

如前引德宗的《水灾娠恤救 》在宜布放免州府的
“

水损
”

之后
,

接着说
: “

其所

减放米
,

如是支用数内
,

应令度支及本道以诸色钱物充填
。 ”

又如
,

刘禹锡给文宗的《谢恩赐粟麦

表》说
: “

奉今月一 日制书
,

以臣当州连年歉旱
,

特放开成元年夏青苗钱
,

并赐解斗六万硕
,

仰长

吏逐急济用
,

不得非时量有抽敛于百姓者⋯⋯
。 ”

他在《谢恩放先贷解斗表》又说
: “
关辅之间

,

频

年歉旱
,

田租 既须矜放
,

公用 又不支持
,

承前长吏
,

例 有借便
,

以救一 时之 急
,

皆成 积欠之

名
。

¿ ” .

可见
“

借便
”

主要是为了充填
“

损免
”

给地方财政造成的亏空额
。

总之
,

不管采取哪一种

形式
,

中央财政都得为
“

损免
”

付出代价
。

.

⋯
山过

;
臼文文文文诏唐唐唐文文全唐大唐唐全全全唐全全¹º»¼½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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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镇割据势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
,

唐后期中央财政的收入总量有趋减之势
,

常处于捉襟

见肘
、

寅吃卯粮的窘境
,

而偏偏天灾频仍
,

受灾地区按陆蛰所说是
“

每岁常不下一二十州
”
¹

。

唐

廷实在缺乏承担
“

损免
”

的足够财 力
。

因此
,

我们看到
,

比起前期
,

唐中央发布的
“损免

”

命令
,

较

多将实际上 已经无法征收的
“

道租悬调
”

作为
“

损免
”

的对象
。

这对于减轻灾民的负担实际意义

甚小
。

元和四年 ( 8 0 9 )
,

李绛
、

白居易对这种
“

损免
”

方式都曾提出异议
。

李绛说
: “

昨正月中所降

德音
,

量放江淮去年钱米
。

臣闻所放数内
,

已有征纳
;
纵未纳者

,

又多流亡
。

旱损州县
,

至今务放

钱米甚少
。

百姓未经丰熟
,

复纳今年差科
,

疲旅之中
,

征迫不及
,

人力困苦
,

却在今年
。 ”

因此他建

议
: “

其江淮先旱损处
,

作分数更量放今年租税
.

º ” .

宪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

不过
,

唐后期以欠

税作 为
“

损免
”

对象的情况仍不时可见
,

究其原因
,

主要在于唐中央财力相当困难
。

再一种现象
,

是中央将
“

损免
”

的重点放在京徽地区
,

以收
“

强干固本
”

之效
.

其次
,

在新的财政管理体制下
,

一些财力比较富足的方镇的节度使
、

观察使实际上有
“

损

免
”
赋税的一定 自主权

。

因为
,

唐中央对地方财政实行两税留州
、

留使钱物的包干使用制度
, “纵

有余羡
,

亦许州
、

使留备水旱
" ,

所以只要方镇一级财政经 费足够
,

并且不减少两税上供定额
,

他

们就可以 自行决定放免部分赋税
。

例如
,

顺宗永贞元年 ( 8 05 )
,

宣州闹灾荒
,

观察使穆赞以当使

盈余钱
“

四十二万贯代百姓税
。

» ” 。

这种代纳对于百姓来说就是
“

损免
” 。

宪宗元和年间
,

由白居

易起草的《与韦丹诏》这样说
: “

救韦丹
,

窦从直至
,

省所 陈贺
,

并奏江
、

饶等四州旱损
,

其所欠供

军
、

留州钱米等 已放免
.

又奏权减傣及修造 破堰并劝课粟麦等事宜⋯ ⋯ 皆合其宜
.

并依所

奏
。

¼ ” .

很显然
,

韦丹的放免行动属于
“

先斩后奏
” 、

显示了一定的 自主权
、

这是唐前期所没有的

现象
,

是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分割两税征管权益的一种后果
。

再次
,

在新的财政管理体制下
, “

损免
”

的实际执行程度更多地取决于吏治状况
。

在中央方

面
,

主要表现为某些刻薄的财政长官或京兆尹掩盖灾情
,

不予损免
。

其典型情几可以韩:冕父子

为例
。

据《旧唐书》卷 129《韩尾传》的记述
,

大历 十二年 ( 7 7 7) 秋
,

霖雨害稼
,

京兆尹黎干奏徽县

损田
,

而户部侍郎
、

判度支韩泥却说黎干奏报不实
,

朝廷便派御史检覆
,

御史回来汇报说诸县受

灾 田地共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顷
.

然而
,

渭南县令刘藻曲附韩况
,

向京兆府和户部奏报本县未

受灾
。

朝廷再次派出御史赵计检灾
,

赵计的报告和刘藻相符
。

代宗看了几份奏书
, “

以为水旱咸

均
,

不宜渭南独免
,

申命御史朱敖再检
。 ”

结果落实渭南受灾 田地达三千余顷
。

由于代宗亲 自加

以干预
,

韩
口

理越次弄权虐民才未得逞
。

其后
,

德宗 贞元十四年 ( 7 9 8) 春夏之间
,

长安地区大旱
,

当

时韩现之子韩皋担任京兆尹
,

百姓多次向他陈诉旱情
,

要求得到
“

损免
” ,

而韩皋
“

以府 中仓库虚

竭
” ,

不肯据实上报
,

继续派官吏向百姓征收两税
.

后来百姓拦路向出使的宦官投递诉状
,

才上

闻德宗
,

得到了
“

损免
” .

这两件发生在皇帝眼皮底下的事例都属于有幸经皇帝的亲 自干预才得

到合理处理的
。

如果作弊者能蒙弊皇帝视听
,

或者皇帝 昏喷无能
,

灾民就得遭殃了
。

例如
,

《旧

唐书 》卷 135《李实传》载
,

贞元二十年 ( 80 4) 春夏早
,

关中大歉
。

京兆尹李实
“

为政猛暴
,

方务聚

敛进奉
,

以固恩顾
,

百姓所诉
,

一不介意
。

因入对
,

德宗问人疾苦
。

实奏曰
: ‘

今年虽旱
,

谷 田甚

好
. ’

由是租税皆不免
.

人穷无告
,

乃彻屋瓦木
、

卖麦苗以供赋敛
。 ”
《资治通鉴》卷 252 载

.

嘻宗乾

符二年 (8 75 )七月
, “

蝗 自东而西
,

蔽 日
,

所过赤地
.

京兆尹杨知至奏
: ‘

蝗入京徽
,

不食稼
,

皆抱荆

¹ 《陆宜公集 》卷 22 ,
‘均节斌税恤百姓 六条 ) 第五

。

º 《全唐文 》卷 6 45 ,

《论 t 放早损百姓租 税疏》
。

» 《唐方镇年表》卷 5 , “

宣掀
” .

¼ 《全唐文 )卷 6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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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而死
。 ’

宰相皆贺
。 ”

如此上下相蒙
,

灾民当然无法得到
“

损免
” .

在中央对官员的监察机制大大削弱的唐后期
,

地方官员尤其是控制一方的节度使
、

观察使

更是可以在
“

损免
”

问题上瞒上欺下
,

营私舞弊
。

其常用手法可归纳为三种
.

第一种是强词夺理
,

不承认有灾情
。

白居易在为曾任和州刺史的张择所写的神道碑铭中写

道
,

当发生水灾 时
,

张择
“

请润谷籍之损者什七八
” 。

当时李知柔为本道采访使
,

一向妒忌张择的

才干
, “

密疏诬奏
,

以附下为名
,

贬苏州别驾
”
¹

.

游宗咸通十年 ( 8 6 9) 六月
,

百姓到衙门向陕州观

察使崔芜诉说旱情
,

崔氏竟指着庭院中的树说
: “

此尚有叶
,

何旱之有 !”下令鞭打投诉者º
。

第二种是把灾民所欠的赋税
,

摊征到未受灾的税户身上
。

正如武宗在《加尊号赦文》指出
:

“

百姓 田畴
,

地有高低
,

岁有善恶
,

伤于水潦
,

则低 田不捻
;
稍遇亢旱

,

即高处无苗
。

近闻州县长

吏
,

掩其灾损
,

务求办集
,

惟于熟苗上加征
,

将填欠数
,

致使黎元重困
,

惠养全乖
. » ” 。

禧宗在《乾

符二年南郊赦文》说
: “

曾经水旱
,

已放征科
,

或虑缘循
,

须更提举
。

诸道州府
,

或有遭水旱甚处
,

去年夏税⋯⋯委本州长吏酌量场放
。

朝廷大弊
,

在于令不行
。

只如经水早州
,

三降救命
,

不许将

逃亡规摊在现在人户
;
遭灾水早处

,

有于现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
.

¼
” 。

可见此类事情是屡 禁而

不止的
。

这就大大地降低 了
“

灾损
”

的实际社会效益
,

甚至加剧社会的动乱
。

第三种是 不执行中央下达的
“

损免
”

命令
,

照旧征税
.

《资治通 鉴》卷 212 载
,

乾符元年

( 8 74) 正月
,

翰林学士卢携上言
: “
臣窃见关东去年早灾

,

自拢至海
,

麦才半收
,

秋稼几无
,

冬菜至

少
,

贫者碾蓬实为面
,

蓄槐叶为角
,

或更衰蔽
,

亦难收拾
.

常年不捻
,

则散之邻境
;
今所在皆饥

,

无

所依投
,

坐守乡间
,

待尽沟壑
。

其润免余税
,

实无可征
;
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

,

督趣甚急
,

动

加捶挞
,

虽彻屋伐木
,

雇妻 I 子
,

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
,

未得至于府库也
。

或租税之外
,

更有他

摇 ;朝廷倪不加抚存
,

百姓实无生计
。

乞救州县
,

应所欠残税
,

并一切停征
,

以侠蚕麦⋯⋯
。 ”

禧宗
“

救从其言
,

而有司竟不能行
,

徒为空文而已
” 。

唐末社会矛盾极为尖锐
,

其中原因固然很多
,

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不恤民痪
,

不认

真执行
“
损免

”
政策

,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

这正如《资治通鉴 》卷 25 2 所写的
: “

自摊宗以来
,

奢侈

日甚
,

用兵不息
,

敛赋愈急
。

关东连年水旱
,

州县不以实闻
,

上下相蒙
,

百姓流俘
,

无所控制
,

相聚

为
‘

盗
’ ,

所在蜂起
。”
璐宗一死就爆发王仙芝

、

黄巢领导的农 民大起义
,

势在必然
。

¹ (全唐文 )卷 6 7 5 。

º 《旧唐书 )卷 1 17 ,

《崔宁传附崔芜传》
.

» 《全唐文 》卷 77
.

¼ 《全唐文 》卷 8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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